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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综述·

敦煌书仪研究评述＊

杜　海

［关键词］敦煌；敦煌文书；书仪

［摘　要］敦煌书仪文书的内容涉及唐五代时期朋友间的往来书信、世族家礼、民俗礼仪、官场交往等。

学术界已有的成果主要从书仪文书的整理、书仪的名实与源流、敦煌书仪与唐代礼俗、敦煌书仪所反映的

相关史实、书仪的语言学价值等方面对敦煌书仪做了深入研究。

＊ 敦煌文书中保存了１００余件书仪写本，撰写
时间约在武则天执政时期至五代沙州曹氏归义

军时期的近三百年间。这些书仪写本，历时千
载，模糊残缺亦多。其内容涉及唐五代时期朋友
间的往来书信、世族家礼、民俗礼仪、官场交往等
内容。１９３８年，王重民先生在法国检阅敦煌遗
书，即对郁知言撰《记室备要三卷》（Ｐ．３７２３）、杜
友晋撰《书仪》（Ｐ．３４４２）、张敖撰《新集吉凶书仪
二卷》（Ｐ．２６４６、Ｐ．２５５６、Ｐ．３２４６、Ｐ．３２４９）进行了
初步考证，认为Ｐ．３７２３写卷“允当保贵，以存唐
代记室格式于万一”；杜友晋《书仪》“上卷吉仪，

下卷凶仪，自天子至于庶人，各具一例，简而适
用，故其书能传至敦煌”；《新集吉凶书仪二卷》为
张敖随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入长安，“得《元和新
定书仪》，归而删纂为是书，以备河西人士之用
者。自序不署年月，疑当纂成于咸通间，当时中
朝通用元和新定本，而此本遂亦盛行于河西”①。

之后一段时间，敦煌书仪研究较为沉寂。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学者那波利贞先生在《唐
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有对书仪的相关研究②。

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周一良、姜伯勤、王三庆、

赵和平等一些海内外学者，对敦煌书仪文书进行
了比较系统的整理和专题论述。既有对书仪源
流及分类的研究，又有对书仪写本的校订，对写
本的作者、年代的考证，以及将书仪写本的内容
与当时社会历史或礼仪制度相结合所做的研究

等。以下仅就笔者搜罗所及，对学者们的研究成
果作一概要评述。

一　敦煌书仪文书的整理

赵和平的《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新文丰出版

公司１９９３年版）主要对朋友书仪、综合书仪两大
部分做了校录研究。据１１个敦煌书仪写本
（Ｐ．２５０５、２６７９、３３７５、３４６６、４９８９ 背，Ｓ．５４７２、

５６６０、６１８０、６２４６、３６１背，贞松堂本）校录出《朋
友书仪》一卷，作者对写本进行了仔细的比勘，较
完整的展现了《朋友书仪》的原貌。又校录出１５
种综合书仪卷子：武则天时期书仪（Ｐ．３９００）、

Ｐ．３６８１号唐前期书仪、杜友晋 《吉凶书仪》
（Ｐ．３４４２，原有书题及撰人）、《书仪镜》（Ｓ．３２９与

Ｓ．３６１拼合）、杜友晋《新定书仪镜》（Ｐ．３６９３等９
个写本）、忻州刺史文仪集（Ｐ．５５５０）、Ｓ．１７２５号
唐前期书仪（不晚于开元年代）、Ｐ．４２０４号唐前
期书仪（不晚于开元年代）、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书
仪（Ｓ．１４３８）、郑余庆撰《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并
序》（Ｓ．６５３７）、张 敖 《新 集 吉 凶 书 仪》卷 上
（Ｐ．２６４６等８个写本）、张敖《新集吉凶书仪》卷
下（Ｐ．２６２２等４个写本）、张敖《新集诸家九族尊
卑书仪》（Ｐ．３５０２背）、晚唐时一种书仪（Ｐ．４０５０
与 Ｓ．５６３１ 拼合）、五代佚名撰 《新集 书 仪》
（Ｐ．３６９１等１０余件写本）。综合类书仪的内容
几乎涉及唐代士庶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唐代社会
生活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江苏古籍

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校录表状笺启书仪２２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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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既有见于史籍著录而早已佚去的作品，如刘邺
撰《甘棠集》；也有不见于史籍著录的，如郁知言
撰《记室备要》、相州司马判官本《新集杂别纸》；
也有出自灵武节度使、沙州归义军幕府官僚手笔
的“书状集”、“表状集”；还有出自沙州归义军的
“诸杂谢贺”等用口头用语集录，较多涉及晚唐五
代历史、地理等相关内容。《辑校》还校录出综合
类 书 仪 ８ 种 （Ｐ．２０４２ 背、Ｐ．３９０９、Ｐ．２９９６、

Ｐ．３９０６、Ｐ．３１００ 背、Ｓ．４３７４、Ｐ．３７２１、Ｐ．４９８４
背）。
以上两书共检校出敦煌本书仪类写卷１００

余号，得４０余种书仪。校录底本以北京图书馆
藏显微胶片所制成之照片为据，并参阅已有的校
录成果，录文按照写卷原式抄写，录文后附有校
记和题解。题解内容丰富，介绍了前人书仪写本
的研究概况及作者对书仪的基本内容、特点和价
值等的研究。两书合观，我们可以大致看到敦煌
书仪写本之全貌。之后赵和平在《〈敦煌写本书
仪研究〉订补》（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３卷，北
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一文中，搜集整理出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新公布的敦煌文献中的书
仪资料。
校录类的文章还有王勇的《敦煌写本书仪录

文校补》（《敦煌学辑刊》２００９年３期）对杜友晋
《吉凶书仪》（Ｐ．３４４２）、张敖《新集吉凶书仪》卷
上 （Ｐ．２６４６）、张 敖 《新 集 吉 凶 书 仪》卷 下
（Ｐ．２６２２）、《新定书仪镜》（Ｐ．３６３７）、五代佚名撰
《新集书仪》（Ｐ．３６９１）作了补充校录；黄亮文
《法、俄藏敦煌书仪相关写卷叙录》（《敦煌学辑
刊》２０１０年第２期）对近年检校出的法、俄藏书
仪写卷１４个卷号，疑似书仪写卷２个卷号做了
叙录，并探讨了各写卷的关系；杨琳的《大唐新定
吉凶书仪·节侯赏物第二校证》（《敦煌研究》

２０１１年第１期）重新梳理了Ｓ．６５３７号书仪“节
候赏物”的内容，对写本做了补充校正和研究。
吴丽娱的《唐礼摭遗》（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年版），
王三庆、黄亮文的《〈朋友书仪〉一卷研究》（《敦煌
学》第２５辑，２００４年），王三庆的《〈俄藏敦煌文
献〉应用文书研究》（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ｏｃ－
ｕ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Ｄｕｎｈｕａｎｇ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ｅ　ｏｆ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ＲＡＳ，ｉｎ　Ｓｔ　Ｐｅｔｅｒｓ－
ｂｕｒ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ｕｎｈｕａ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ｉｎｇ　Ｓｅｃｏｎｄ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９）等，也有

对书仪写本的校录勘定。

二　有关书仪的名义与源流的讨论

周一良先生以其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学术

眼光，开系统研究敦煌书仪之风气。先生就其所
见，在书仪的源流、分类、书仪与唐代社会、书仪
体现的中日文化关系等问题的研究高屋建瓴，形
成了书仪研究的初步框架。赵和平深受其师周
一良先生的影响，曾自述说自己“十几年中，得以
聆听教诲，享受了别人很少能得到的这样一种待
遇，只能用‘缘分’来解释”①。周一良先生的成
果为书仪研究打下了基础，开辟了空间。先生在
书仪的分类、源流方面研究的成果主要有：《敦煌
写本书仪考（之二）》（《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
集》第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认为书
仪即格式化的书信，包含书札和礼仪，根据内容
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朋友书仪》，专叙友
朋思念之情，其渊源可溯自索靖的或更早的月
仪，将故宫博物院所印金朝以来流传的《唐人十
二月朋友相闻书》与《朋友书仪》中《十二月相辩
文》作对比，可以看出二者的渊源关系。第二类
是综合书仪，又称吉凶书仪。此类书仪唐以前较
少，至唐代成为书仪的主要形式。周先生还理清
了唐代书仪的发展过程，唐初裴矩、开元杜友晋、
元和中郑余庆、长兴三年（９３２年）刘岳先后制定
书仪，大致每经百年上下，“士大夫之风范”即因
时代及社会变化而有所变化，书仪纂订的目的是
制定士大夫行动的准则，维护统治阶级的尊严和
地位。第三类是涉及各方面公私事务的表状笺
启书仪，既非按月编排，又不分吉凶两类，其时代
以五代宋初居多。又《书仪源流考》（《历史研究》

１９９０年第５期）一文遍检史籍，同时搜罗日本史
料中古代中国书札传入的相关记载，详细考察了
自西晋至清代书仪的渊源与流传，指出流传至今
最早的书仪作品是西晋书法家索靖的《月仪帖》。
南北朝时期，书仪的内容更为广泛。《隋书·经
籍志》所载南北朝时期书仪性质的著作１１种，其
中出自王谢高门之手的书仪有五种。掌握这些
书信的风格和体裁，是体现世族高门文化修养的
内容。唐代的书仪，主要有裴茝撰、朱俦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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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郑余庆《郑氏书仪》，裴度书仪，杜友晋书仪，
郑珣瑜书仪，张敖书仪等。五代梁唐之间有刘岳
《吉凶书仪》。宋代有胡瑗《吉凶书仪》、司马光书
仪。南北朝时期的书仪在唐代还有适用，宋代书
仪则主要沿袭唐代。元代有《启札青钱》、《居家
必用事类》，《启札青钱》中引用前代的著作主要
有刘岳和司马光的书仪。书仪以书札范本为主
而兼包礼制，是六朝以来的传统，而发展到唐代
又有“婚礼仪注”、“凶礼仪注”、“丧服制度”等，包
括一些家礼的内容。司马光书仪中，书札范文和
例句减少，礼节部分增多。到元代进一步发展，
书仪成为居家日用的百科全书。明代有《如面谈
新集》，清代有《宦乡要则》等，都是私家书札、公
文程式之类的书。
赵和平最早对朋友书仪进行了专门探讨，

《敦煌写本〈朋友书仪〉残卷整理研究》（《敦煌研
究》１９８７年第４期）一文，对敦煌《朋友书仪》的
文体、渊源、特点做了详细说明，分别论述了朋友
书仪的三部分内容：胪列气候用语（即十二月相
辨文）、书仪正文、求官的别纸。对书仪小注的内
容给予特别的注意，认为小注不仅包括史实，也
有民间流传的故事、小说等。继而探讨了《朋友
书仪》与齐梁时书札的渊源关系，指出《朋友书
仪》的主要内容源自南朝，将《朋友书仪》的节候
用语与《初学记》、《御览》中引《梁元帝纂要》的对
应部分比较，因袭痕迹甚明，且从文体特征上也
可以看出《朋友书仪》是齐梁文风影响下产生的
作品。朋友书仪的特征主要有：１．文字比较优
美，带感情，对仗工整，用典贴切。２．书札叙离别
之情，生活及时代气息甚浓。之后，赵和平在《敦
煌写本书仪略论》（《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
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中提出敦煌
书仪写本有两种情况：一种原有书题和尾题称
“书仪”，朋友书仪与综合书仪属于此类情况；还
有一种没有明确书题，但根据其性质可以视为书
仪，即表状笺启类书仪。对于三种类型书仪的关
系，赵和平认为《朋友书仪》是最早形态的书仪，
后并入综合书仪，并进一步发展为表状笺启书
仪，杜友晋《书仪镜》应是表状笺启书仪的滥觞。
敦煌本《朋友书仪》的信札酷似齐梁名篇，《朋友
书仪》的文体可上溯自齐梁时期的书札。《新定
书仪镜》中以血缘关系远近定服制轻重的办法渊
源于先秦的《周礼》和《仪礼》，这为我们考察书仪
的源流提供了一条线索。后来赵和平在《〈敦煌

写本书仪研究〉订补》（《敦煌吐鲁番研究》第３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一文中提出，表
状笺启类书仪是广义书仪中较为特殊的一类，其
中有对唐代官僚社会中曾经使用过的往来尺牍

的改造和修订。
杜琪《书仪缘起蠡测及敦煌书仪概说》（《敦

煌文学概论》第１４章，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版）认为，书仪据其文学性质可以分为仪注型、专
题型、实例型三类。仪注型是指作品的形式和内
容着重体现儒家的礼仪规范；专题型包括朋友书
仪，释门文范，官牍样式；实例型指把实际应用文
书作为写作参考样本的一种书仪。
王三庆《论敦煌书仪之名义与源流》（《唐代

文学论丛》，台湾中正大学１９９８年版）认为，论书
仪之名义与源流，需从负有“辨彰学术，考镜源
流”之责任的史志目录入手。文章详细考证了书
仪的内容、渊源与流传，考订了书仪的分类及标
准。通过对《隋书·经籍志·史部·仪注篇》、新
旧《唐志》、郑樵《通志·艺文二·礼类第二·仪
注》中所存书仪名目的检录，得存录《书仪》３４
部，其中至今可见的只有敦煌出土的杜友晋《吉
凶书仪》与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根据尚
存书仪的内容，可以大致还原综合书仪的体例包
括“吉仪”与“凶仪”两部分，每部分各有凡例，并
有书仪节候、官吏僚属的式表起居、四海、内外
族、妇人及僧道往来的书信仪节、吊答言辞、祭文
丧服等类别。文章还将敦煌本《朋友书仪》、故宫
藏本《唐人十二月朋友相闻书》和类书中的片段
《书仪》做了比较研究。该文认为书仪最早属于
仪注类，仪注类原出于经部《仪礼》，隋唐以后渐
入史部。文章最后厘定了书仪的范围，即仅限于
吉凶礼仪的书面范本或言语应对之文字，《杂斋
文样》、《释门范文》之类当排除。
陈静的《别纸考释》（《敦煌学辑刊》１９９９年

第１期）一文，考察了别纸的四种含义：１．另外的
纸；２．另外一封信；３．复书第二纸的别称；４．文件
（书信）的附件。文章提出别纸源于南北朝时期。
陈静《书仪的名与实》（《中国典籍与文化》２０００
年第１期）认为，书仪包括书札与礼仪两方面的
内容。
吴丽娱《敦煌表状笺启书仪探源》（《文史》

２００１年第３辑）一文，首次据书信和官文书的发
展历程来探讨书仪的渊源。在魏晋南北朝重文
的传统和风气下，私人书信和官文书都需要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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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辞，形成了显示世族博学和修养的“尺牍之
学”，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时世所需的朋友书仪、综
合类书仪、表状笺启类书仪，其中表状笺启类书
仪作为一种公文书对社会政治生活影响最为显

著。文章围绕“尺牍之学”的发展演变，将魏晋南
北朝和晚唐五代官文书产生的基础和背景联系

起来，做了对比研究。魏晋以降是表状笺启公式
文的成熟期，魏晋的表状文集是汉末以来分裂战
乱的国家形势的产物。唐代表状笺启书仪的出
现是时势的需要，并深受晚唐五代政局影响。魏
晋南北朝记室文章已开唐末藩镇幕府文学之先

河。
吴丽娱的《再论复书与别纸》（《燕京学报》第

１３期，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考察了复书
与别纸的来源、意义、内容形式及其时代性和实
用性。书札中言及私事，若与固定格式的体例不
合，就会于正式书札外另附复书或别纸。魏晋南
北朝时期发展起来的复书，至唐以后逐渐简化，
民间吉凶书仪中复书形式的应用不断减少。而
在晚唐五代公文尺牍即“表状笺启书仪”中，“别
纸”作为另一类型的“复书”被广泛使用。这反应
了两种趋势，一是贵族创造的繁琐礼节随着庶民
社会的发展走向简约，二是官僚阶层代替贵族士
大夫推动了繁文缛节的滋生发展。
王三庆、黄亮文《〈朋友书仪〉一卷研究》（《敦

煌学》第２５辑，２００４年９月）认为，《朋友书仪》
可能最早源于“尺牍”文书。中国书函之创制，东
汉刘睦作草书尺牍十首，为尺牍之首见。受诸子
之《十二记》、《大戴礼记》、《礼记·月令》的影响，
月仪类作品于晋世产生。文章对月仪类文献做
了详尽考述。
这方面研究的文章还有王伟的《朋友书仪》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９０年第５期），赵和平
的《中国家书的源流、体例及格式》（《光明日报》

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０日第１１版），金传道、王宁的
《“书仪”内容辩证》（《内蒙古大学学报》２００９年
第５期）等，分别从不同角度考察了书仪的名义
与源流。

三　对书仪写卷定名、年代、历史背景等的研究

如果说王重民、周一良先生是敦煌书仪研究
的开创者，那么赵和平则是用力最勤、成果最为
丰硕的学者。他有关敦煌书仪研究的论著除了
以整理书仪写卷为主的《敦煌写本书仪研究》、

《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的《唐五代书仪研究》和刚刚问
世的《赵和平敦煌书仪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这两部论著体现了周一良、赵和平
二位先生书仪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对敦煌书仪写
卷情况和基本内容所作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
此外，李正宇、张锡厚、吴丽娱等以及台湾学者王
三庆、黄亮文都对书仪写卷的定名、时代等问题
做了深入具体的研究。

１．《朋友书仪》写卷的相关研究
赵和平《敦煌写本〈朋友书仪〉残卷整理与研

究》（《敦煌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４期）一文，对《朋友
书仪》的相关内容做了考订，文章将朋友书仪写
本分为三个抄写系统（即有三种不同的抄写底
本）：一、Ｐ．２５０５、３３７５、３４６６、３４２９；二、Ｐ．２６７９、

Ｓ．５４７２、５６６０、３６１ 背；三、Ｐ．４９８９ 背。另 外

Ｓ．６２４９、Ｓ．６２４６、贞松堂本、上海图书馆本所存
极少而未能确定属于哪个系统。在国内史籍著
录中未见有《朋友书仪》类书籍或文集，藤原佐世
《日本国见在目录》中有许敬宗撰《月仪》四卷。
写景见长、以四六言体为基本形式的《朋友书仪》
可能是许敬宗编撰，后人耻其为人，在传抄时故
意略去其姓名，所以现存敦煌残卷中未见撰人。
敦煌本《朋友书仪》残卷包括专供远在边陲的随
从官员使用的书札范文，也附有一般人书疏往来
的参考。
吴丽娱《关于〈朋友书仪〉的再考察》（《中国

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３期）一文，对书仪的结构、文
体、产生年代以及制作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研究。
从文体上看，《朋友书仪》反映唐代特别是唐代中
后期骈体文的运用在书仪中具有愈来愈重要的

地位。据书仪中“晋地、晋庭、晋邑、尧都”推测，
书仪作者的家乡应在唐代河东，即今山西境内。
该文通过对丰州、胜州、灵武和朔方道水陆运使
的考述，认为《朋友书仪》的作者是从晋地到边疆
服役的人，这与日本学者那波利贞《唐代社会文
化史研究》第一编《唐开元天宝之交为一时世转
变期的考证》的看法基本一致。该文推断《朋友
书仪》产生的年代应该在唐朝改灵州为灵武郡的
天宝年间。吴的考证也不能完全否定许敬宗编
撰《朋友书仪》的可能，因为《日本国见在目录》中
确有许敬宗撰《月仪》四卷，吴也认为敦煌本《朋
友书仪》可能是作者根据他的生活环境与内心境
遇改编自中原本的《朋友书仪》，而中原版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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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书仪》很有可能是许敬宗编撰，至少应该与
许敬宗《月仪》存在渊源关系。
王三庆、黄亮文《〈朋友书仪〉一卷研究》（《敦

煌学》第２５辑，２００４年版）再次全面系统地对
《朋友书仪》进行研究，认为该书仪为边塞地区的
僚佐编撰，供边城地区僚佐役士写作信函时参
考，编撰年代在温池设置与王忠嗣在天宝中奏置
经略军于榆多勒城之后，或天宝十四载（７５５年）
安史之乱之初。

２．综合类书仪写卷的相关研究
赵和平《敦煌写本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

仪〉残卷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５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一文，对Ｓ．６５３７
号书仪写本进行了研究。写卷的前３０行为序
文，详尽叙述唐代书仪的内容、作用、沿革，颇为
珍贵。《郑氏书仪》在《新唐书·艺文志》、《宋
史·艺文志》中皆有著录，司马光《书仪》中亦有
引用，南宋以后史籍中不见记载。据两《唐书》考
证，韩愈、裴茝也曾参与书仪的编撰，《郑氏书仪》
的编撰年代在元和六年和元和七年间（８１１年～
８１２年）。又考该《郑氏书仪》写本是文宗时抄
写。《郑氏书仪》３０篇，分为６类，第一类节候用
语、节候赏物、节假日等一般性规定，第二为公中
表状笺启式，第三是吉凶书仪，第四是婚丧仪注，
第五为凶书仪，第六为丧服图制。赵对这几类内
容做了详细考察，论述了该书仪的价值。《郑氏
书仪》是元和后通行全国的权威性书仪，远至西
陲，迄于后唐，无不受其影响。文章认为，敦煌写
本《郑氏书仪》保存的唐代节候赏物的相关史料
最为丰富、完整。
赵和平的《武则天时的一种敦煌写本书

仪———Ｐ．３９００号写卷的初步研究》（《敦煌研究》

１９９２年第１期》），考订了Ｐ．３９００号写本的性
质、编撰年代。通过与敦煌写本中几种综合书仪
内容、体例的比较，定此写本正面所抄为综合类
书仪。根据正文的避讳、以十一月为岁首、称洛
阳为神都等内容，推断该书仪的编撰年代可定为
武则天时期（６８４年～７０４年）。论文又据写本抄
本中许多字并非武后时新字，认为该写本是武则
天以后的重抄本。
黄亮文的硕士论文《敦煌写本张敖书仪研

究》（１９８４年），将张敖书仪与唐宋礼书及其他书
仪做了比较。赵和平的《晚唐时代的三种吉凶书
仪写卷研究》（《文献》１９９３年第１期），对晚唐时

代的三种吉凶书仪做了研究：第一种张敖《新集
吉凶书仪》虽以上下两卷为题，实则只有吉仪部
分，均 不 见 凶 仪，经 考 证 Ｐ．２６２２、Ｓ．１０４０、

Ｐ．３８８６、Ｐ．３６８８第２纸，这４个写卷可能是《新
集吉凶书仪》的“凶仪卷下”部分。《新集吉凶书
仪》的撰写时间应在宣宗大中年间（８４７年～８５９
年）。第二种张敖撰《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是
已知敦煌写卷综合类书仪中最为简略的一种，是
《新集吉凶书仪》的简本，撰写时代稍晚于《新集
吉凶书仪》。第三种五代时佚名撰《新集书仪》应
当出现于后唐庄宗时期，受到后唐新修礼仪的影
响。张敖《新集吉凶书仪》上下两卷则承袭了郑
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并且删去了《郑氏书
仪》中不适用于河西归义军辖区使用的部分。
《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五代时佚名撰《新集
书仪》，均承袭张敖《新集吉凶书仪》。作者还探
讨了综合类书仪的全面性、口头用语、使节用语
以及瓜沙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的一致性等问题。
赵和平《杜友晋〈吉凶书仪〉及〈书仪镜〉成书

年代考》（《敦煌学辑刊》１９９０年第２期）一文，对

Ｐ．３４４２《吉凶书仪》，Ｓ．３２９＋Ｓ．３６１《书仪镜》，

Ｐ．３６３７、Ｐ．３８４９、Ｐ．５０３５、Ｐ．５０２０等９个写卷
《新定书仪镜》做了详细考察，认为杜友晋《吉凶
书仪》成书于开元末，《书仪镜》成书于开元末天
宝初，下限不会超过天宝六年；杜友晋是开元、天
宝时代人。《书仪镜》是《吉凶书仪》的简本或缩
写本，《书仪镜》和《新定书仪镜》在内容上更加简
便实用，因而流传更广。二书凶仪部分相同，吉
仪部分有较大不同，说明随着时代的变迁，书仪
的内容也发生着变化。
荣新江《敦煌本〈书仪镜〉为安西书仪考》

（《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文津出版
社１９９６年版）一文认为，Ｓ．６１１１＋Ｓ．１０５９５即

Ｓ．３２９＋Ｓ．３６１《书仪镜》中的《四海平蕃破国庆
贺书》，并且认为《书仪镜》受到杜友晋《新定书仪
镜》的影响，但并非杜友晋所作。根据《书仪镜》
吉仪部分《四海平蕃破国庆贺书》记载的“平蕃”
事件，可知其明确为安西史事。《书仪镜》成书年
代有两种可能，一是高仙芝任安西四镇节度使前
后的天宝六至八载（７４７年～７４９年），二是封常
青任安西四镇节度使的天宝十二至十四载，且文
书中提到的马麟正是开元末至至德初人，因此把
《书仪镜》成书年代确定在天宝六载至十四载间
（７４７年～７５５年），编撰者是安西四镇节度使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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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掌书记一类的官员。
吴丽娱《敦煌写本书仪中的行第之称———兼

论行第普及的庶民影响》（《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一文，据书仪
中“二兄”、“二郎”、《旧唐书》中“封二”等行第称
谓，结合史料记载封常青平定大勃律的经过和封
氏任节度使时期的西域形势，推断书仪中所载事
件的主人公是封常青。
黄亮文《〈新定书仪镜〉相关问题的探讨》

（《敦煌学》第２７辑，２００８年）一文，对《新定书仪
镜》相关写本做了细致的考订，理清了相关写卷
的关系并重新做了定名，如Ｐ．３６３７《书仪镜甲
本》、Ｓ．３２９＋Ｓ．３６１《书仪镜乙本》、Ｐ．３８４９及

Ｐ．５０３５Ａ＋Ｐ．３６８８Ａ＋Ｐ．５０２０＋Ｐ．５０３５Ｂ＋
Ｐ．４０３６《新定书仪镜》等，另外考定《新定书仪
镜·序》是抄自《黄门侍郎卢藏用仪例一卷》的序
文，文章通过校勘、缀合、版本、内容探讨对《新定
书仪镜》进行了深入研究，其方法值得借鉴。

３．表状笺启类书仪写卷研究
赵和平《后唐时代甘州回鹘表本及相关汉文

文献的初步研究———以Ｐ．３９３１号写本为中心》
（《九州学刊》敦煌学专号［三］总第２４期，１９９５
年）一文，考察了Ｐ．３９３１号书仪的编撰年代、作
者身份、所属地域等问题。该写本作于后唐同光
三年（９２５年）底或四年（９２６年）初，书仪原作者
是朔方节度使幕府内的判官或掌书记之类高级

幕僚，可能是代回鹘草拟本，也可能是草拟之后
的录副存档。因其有教材的功能，所以在表本、
书本、十二月书仪之中杂有僧牒、游五台山记等
有关僧人的内容。文章指出，Ｐ．３９３１、Ｐ．３４４９、

Ｐ．３８４６、Ｐ．４０９２、Ｓ．５６２３等均为册页，似为在内
地抄录后带回沙州归义军的，反映了同光二年
（９２４年）甘州路通之后内地与西域的频繁往来。

Ｐ．３９３１号写本揭示了五代时朔方节度使与甘州
回鹘以及凉州、肃州、沙州等地的密切关系，体现
出朔方在沟通中原与西域地区交通中的咽喉地

位。
赵和平的 《〈新集杂别纸〉的初步研究》

（《１９９４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甘肃民族
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认为，《新集杂别纸》属于表状
笺启书仪的一种，有两种不同写本 Ｐ．４０９２与

Ｓ．５６２３。文章介绍了两写本的形制与内容，认
为该书仪是五代后唐时相州马姓判官撰集而成，
作者是相州幕内的高级幕僚，该书仪的编撰年代

在后唐长兴年间（９３０年～９３３年），写本抄写年
份在９６５年。文章还对《新集杂别纸》中所涉及
的重要人物、历史事件做了考证，如后唐灭蜀后
转运蜀地财富入洛阳事、高从诲归化后唐事，天
成中（９２６年～９３０年）平定王都之乱事等，指出
该书仪写本的文献学价值。
赵和平《〈记室备要〉的初步研究》（《段文杰

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１９９６年版）一文，主要对Ｐ．３７２３号写本郁知言
《记室备要》进行研究，同时论及另外几种《记室
备要》写本Ｐ．３７２３、Ｐ．３４５１（Ｂｉｓ）、Ｓ．５８８８的形
制。郁知言《记室备要》共存上、中、下三卷。上、
中卷及下卷一小部分仍存，共９４篇，计状启等

１２９首。下卷大部分佚去，据下卷篇目可知所佚
部分为“荐宫寮”、“荐医人”、“荐僧道”等８０篇。
《记室备要》中卷记载了１９种内诸司使职务，为
唐代宦官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信息：中尉、军
官、长官三者事权有别；书仪中载“仗内史”、“琼
林大盈库史”、“牛羊史”、“兼知太仓出纳”此四职
可补前人著述之不足；《记室备要》中的“长官”即
是传世文献和《甘棠集》中的“枢密史”。
吴丽娱的《关于Ｓ．０７８ｖ和Ｓ．１７２５ｖ两件敦

煌写本书仪的一些看法》（《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
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认为，二者内
容不出官场中求官求迁、候问长官僚属起居寒温
及谢贺启状等范围，当是唐末五代时期的表状笺
启类书仪。考证Ｓ．０７８ｖ书仪内容为唐末李克用
的相关史事，成书年代在大顺二年（８９１年）前
后，书仪中“梁王”、“四镇”等所指是朱全忠及其
事，又据文中的避讳推断其抄写于后唐时期。

Ｓ．１７２５ｖ反映的是地方权力的强势，书仪中的某
些词语是唐末五代的习惯用法，因此推断书仪的
成书时间在唐末五代。
表状笺启类书仪多编撰于唐末五代藩镇割

据、社会动荡时期，有些写卷包含的内容复杂，引
起学者的讨论。
周一良先生的《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

（《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第１辑，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年版），首次以Ｐ．３４４９为中心考察了书仪
的内容、程式、历史背景。先生据写卷的册页形
式，推测其抄写时代较晚，并对书仪中的文书名
称“榜子”、“散语”、“门状”进行了考察，揭示宋代
文书程式与唐代风习之继承关系：古代的刺发展
成唐代的门状，又由门状简化成榜子，并且对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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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书信封皮的形制做了详考。文章还对书仪涉
及的社会经济状况做了考察，如州刺史与中央朝
廷、藩镇节度使的关系。陈祚龙的《看了周作〈敦
煌写本书仪考（之一）〉以后》（《敦煌学》第６辑，

１９８３年）认为，Ｐ．３４４９与Ｐ．３８４６号写卷可拼接
为同一书仪，作于五代后唐时期。赵和平《后唐
时代刺史专用书仪———Ｐ．３４４９＋Ｐ．３８６４的初步
研究》（《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一文，同意陈祚龙Ｐ．３４４９与Ｐ．３８４６
为同一文献的判断，经过进一步的分析和考察，
对写本的内容进行了重新排列。论文据书仪中
“洛京”、“密院门”和相关典章制度的记载，判定
该书仪撰写于后唐明宗后期。后唐同光年间“授
归义军留后为节度使”、“授韩洙为灵武节度使”、
“授回鹘可汗仁美为英义可汗”，说明中原经朔
方、河西走廊经瓜沙至西域道路的开通，书仪的
内容也反映出沙州归义军政权与中原的交往。
王三庆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诸文要集〉

一卷研究》（《庆祝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
刊》，文津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探讨了《诸文要集》
的体例和内容，认为《诸文要集》是８世纪中叶以
后，学仕朗李英抄写或编辑的关于佛教通俗文章
的应用文集，就源流而论当属于书仪。赵和平
《〈诸文要集〉性质初探》（《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
庆寿文集》，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版）一文，将北大图
书馆藏 Ｄ１９２号《诸文要集》残卷与 Ｐ．２９４０、

Ｐ．２５４６等卷《斋琬文》的文体和内容进行对比，
认定《诸文要集》是《斋琬文》的简本，其性质为供
僧人参加各种僧俗活动时念诵用的“文范”，并提
出《诸文要集》不属于三种书仪类型中的任何一
种。
李正宇的《曹仁贵奉后梁的一组新资料》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第１１辑，武汉大学出
版社１９９１年版）一文，对Ｐ．２９４５号写卷做了校
录研究，认为该书仪作于９００年至９２４年间，文
中署名“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是指曹议金。
吴丽娱的《再析Ｐ．２９４５书仪的年代与曹氏归义
军通使中原》（《敦煌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３期）一文，
从“朔方节度使的出身”、“曹元德、曹元深兄弟二
人的地位”、“书仪的性质和内容”等方面，对写本
涉及的历史事件做了考证，认为Ｐ．２９４５书仪记
载的是曹元深天福七年（９４２年）遣使后晋事，并
分析了灵武节度使在曹氏归义军通使过程中的

作用。杨宝玉、吴丽娱的《Ｐ．２９４５书状与曹氏归

义军政权首次成功的朝贡活动》（《敦煌吐鲁番研
究》第１１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对

Ｐ．２９４５写本重新考察，并做了校录注释，理清了
书状的结构形式，认为书仪是曹议金时期所作，
反映的是同光二年（９２４年）到朝的归义军使团
出发前的情况，状文作于９２３年７月９日前后。
文章对书仪所涉及的朝贡活动以及与此有关的

历史事件做了详考。
赵和平《敦煌写本 Ｐ．２４８１号性质初探》

（《文献》１９９４年第４期）一文，对Ｐ．２４８１号敦煌
写本做了初步探讨，认为该写本可能在永徽至垂
拱（６５０年～６８８年）这一段时期内形成；写本的
抄写时代较晚，可能下延至１０世纪曹氏归义军
时期。并且指出Ｐ．２４８１号写本是唐前期尚书
礼部所属之礼部、祠部据留司格文拟定的公文程
式，其内容是下地方政府及下寺监等事务机关的
公文。文章考察了该写卷的内容，认为它不符合
书仪体例，当不属于书仪三种基本类型的任何一
种。周兴涛《敦煌写本 Ｐ．２４８１号性质再探》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认为，敦煌Ｐ．２４８１写本是一本供人模仿练习用
的拟判文，属于广义的书仪。它与敦煌本《文明
判集残卷》和《麟德安西判集残卷》中的判词一道
成为重要的唐代判词史料。
张锡厚《敦煌本〈甘棠集〉及刘邺生年新证》

（《敦煌本唐集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１９９４年
版）一文，论述了敦煌本《甘棠集》的文体特征、文
学艺术性及其文献价值。赵和平《敦煌本〈甘棠
集〉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２０００年版）是对表状
笺启类书仪《甘棠集》进行系统整理研究的专著，
包括对《甘棠集》写本的性质、《甘棠集》作者刘邺
等的研究和对《甘棠集》的校注。附论部分的几
篇文章《高少逸陕虢幕府与白敏中邠宁行营幕府
的比较研究》、《再谈湖南李中丞（汶儒）》、《刘邺
年谱简编》等还对相关史实做了考证。对于赵和
平研究之贡献，饶宗颐先生在《敦煌本〈甘棠集〉
研究》一书的序言中说：“书中考证刘邺曾为翰林
学士承旨，复补考湖南中丞李汶儒之行实，皆其
新创获。于集中各篇，一一为校注，勾稽撰写年
月与收件人之士履颠末，采据充实，使人了然于
唐代典制，大足为读本书者之助。至于尚论中晚
唐进士科，多循幕府迅升，跻位卿相，此一终南途
径，影响及于北宋以来文人主政之新局，犹征其
史识之卓越……至于考索邺入翰林前历官之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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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经过，处处均见考证之功力。”

四　结合书仪对唐代礼制、民俗的研究

唐代礼俗是敦煌书仪的重要内容。周一良
先生《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
（《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７期）将Ｓ．１７２５等书仪写本
与《开元礼》中所载婚、丧礼俗分别作了比较。论
文认为，婚礼方面，书仪文书记载的“以鹅代雁”、
“晚间举行婚礼”、“就妇家成亲”、“却扇之仪”等，
既反映出敦煌民间礼俗与古礼和朝廷礼仪的一

致性，又凸显民间礼俗的灵活性、实用性及存在
的一些迷信陋习。丧礼方面，书仪着重于处理各
类书信往来以及各种场合下人际间的交往关系，
因此丧礼中庆吊行动的若干细节，在书仪中得到
体现，这补充了《开元礼》之不足。书仪中各种场
合下的口头吊丧词和丧主的答词，是《开元礼》所
不载的极生动的社会风俗史料。可以看出讲皇
室和各级官吏礼制的《大唐开元礼》并不适用于
一般庶民，而书仪则起到礼仪规范的作用，在民
间广泛流传。论文还特别指出Ｐ．２６２２中的“坟
高制度”不同于历来文献中的记载，可能是元和
中所定《曲台新礼》或《续曲台礼》的规定。
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中所看到的部分唐代

社会文化生活》（《１９９０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
文集》，辽宁美术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认为，书仪编
撰的最初目的是维护世家大族的行为准则，同时
书仪内容的变化也反映了世家大族的兴衰过程。
书仪正文中平阙格式、称谓、书札用语及服图四
个方面，对君臣上下、尊卑长幼、亲疏远近有严格
规定，揭示了当时社会中等级森严的尊卑关系。
书仪在发展过程中，各类场合口头用语的加入、
门风礼仪的要求不再严格，反映了世家大族的逐
渐衰落。同时，敦煌书仪的口头用语自有其特
点，可以丰富唐五代社会文化研究的内容。文章
提出敦煌文化的源头是中原文化，因受各民族文
化的影响而独具魅力。敦煌起到了沟通中原与
西域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交流的作用，促进了中华
文化圈的形成。又《唐代书仪中所见妇人书札》
（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
社２００３年版）一文，对书仪中有关妇人书札的内
容作了详细介绍，并探讨了唐代妇女“女、妻、母、
婆”四种角色在吉凶书仪中的使用规定及其身份
在往来书札中的体现，唐代夫到妻家成礼并随妻
长期居住等问题。

姜伯勤的《唐贞元、元和年间礼的变迁》（《隋
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中亚史研究中心１９９３年
版），从三礼之学和“仪注”之学间的关联，把握贞
元、元和年间礼仪流变的特点，开辟了新的视角。
论文认为，为了加强王权以扼制藩镇势力的膨
胀，同时通过整备家礼以整顿私家仪式的逾制，
唐王朝呈现出贞元、元和年间礼制和仪制的变
局。贞元年间的《大唐郊祀录》与元和年间的《礼
阁新仪》等“变礼”、“新礼”的出现，既反映出中央
对礼制革新与整备的措施与愿望，又反映了礼向
简约化、实用性发展的趋向，即忽视礼的实际内
容而偏重于礼的“仪注”形式。《元和曲台新礼》
和《续曲台礼》即是元和年间礼仪制度新旧交替
的写照。尤其是敦煌Ｐ．３２４９《元和新定书仪》与

Ｓ．６５７３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将士族家
礼、家训和通行习俗大量收入吉凶书仪，其中《郑
氏书仪》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五代宋初。贞元、元
和年间礼的变迁，强调了王朝正统性及中央集权
绝对性。元和年间将士庶家礼纳入吉凶书仪的
做法，将习俗提升为礼仪，开启了唐末至宋初礼
仪日益日用化的新时期。
王三庆也较早关注敦煌书仪与民俗之关系，

《敦煌书仪载录之节日活动与民俗》（《敦煌学研
讨会论文集》，台湾中正大学１９９５年版）一文，将
敦煌书仪中存录的节日活动一一呈现，并据其特
点归纳分类：一是与百姓生活相关的民间节日，
如“元日”、“人日”、“寒食、清明”、“三伏日”等，既
是提醒民众适应节气的寒暑变化，又体现出中国
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二是宗教节日，如“佛诞”、
“浴佛”、“中元”等佛教庆典；三是特殊历史条件
下的节日活动，如“皇帝生日”、“七庙的忌辰”等，
可补历史文献之不足。唐代政府与民间一年中
的重要节日，在书仪中得到整体的呈现，使唐令
中几近消失的公休假日复现，最能体现这些节日
记载的重要价值。又《敦煌写卷记载的婚礼节目
与程序》（《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文
津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一文，对敦煌书仪写卷等资
料中记载的婚礼资料做了详细梳理，并尝试还原
了当时社会的婚礼程序。如男家“纳采”的求婚
书函及仪式；女家“纳采”的接待仪式与回复书
函；“纳征”仪式及媒使带去的礼物如羊、雁、酒等
的意义；迎亲的过程包括成礼夜儿家祭先灵文、
至妇家礼、女家出门的仪式、女方到家成礼仪节；
亲朋对婚家婚礼之回复祝贺。从中可以看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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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士大夫及民间婚姻的基本程序以及民间对婚

姻的严谨态度，并了解唐宋迄今的婚礼沿革。
吴丽娱对唐代礼制的研究颇有贡献。《敦煌

写本书仪中的行第之称———兼论行第普及的庶
民影响》（《敦煌吐鲁番研究》第４卷，北京大学出
版社１９９９年版）一文，详细考察了隋唐时的行第
称谓，结合唐代民众社会心理、民俗等做了综合
探讨。吉凶书仪中行第与官位可以同时称呼，
《四海平蕃破国庆贺书》中将行第置于官称之下，
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攀附。书仪还
反映出妇女在参加个人、家庭信仰及宗教事务时
署名亦称行第的情况以及普通民众为增加彼此

感情、表达兄弟间至交的情谊而使用行第称谓，
在感情上、礼仪上都给人一种超乎等级地位的平
等的感觉。行第称谓流行的原因有三：一是行第
称谓由士大夫向民间的普及，二是普通百姓在交
往中对称呼行第的爱好，三是隋唐的大一统打破
了南北朝世家大族的统治。行第称谓最初受东
晋南朝世族风气的传染，唐代以后北俗胡风“兄
弟情结”又起到推波助澜之作用，代表了当时社
会人士所独有的社会风范。
吴丽娱的《敦煌所出杜佑丧服制度图与郑余

庆元和书仪》（《敦煌吐鲁番研究》第５卷，北京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认为，Ｐ．２９６７“杜佑《丧礼
服制图一卷》”、Ｐ．３６３７《杜友晋吉凶书仪丧服
图》、Ｐ．４０２４《书仪》中“丧服仪”、“服衣仪”起到
了解释、普及艰涩难懂的丧服制度的作用。郑余
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的“衰服制度”也包含《丧
礼服制图》一类的服衣图。文章通过探讨《丧礼
服制图》的渊源与内容，展现了唐代礼仪制度通
俗化的进程。
吴丽娱的《敦煌Ｐ．３６３７〈新定书仪镜〉中丧

服年代质疑》（《中华文史论丛》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认为，写本中的丧服礼制与《开元礼》不同，反映
的可能是后梁、后唐之际礼制，该写本的服制图
可能是后人抄写过程中根据其生活时代的礼制

对原书仪的服制图作了修改，故该写本的抄写年
代在后梁、后唐之际，书仪中“新礼”制度则可追
溯自唐后期。
吴丽娱的《敦煌书仪中的贺官》（《文史知识》

２００３年第５期）考察了“贺官仪”的发展趋势，即
以“官”为对象的贺仪数量增多，超过给皇帝的笺
表，反映了官场之礼从朝廷到藩镇、从中央到地
方，由内而外、自上而下渗透到唐朝官僚社会的

各个层次和环节，并成为官场政务活动和日常生
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朝
礼仪在普及过程中已经由皇帝为中心的一元化

向藩镇体制多元化转移。
吴丽娱另有《中古书仪的型制变迁与社会转

型》（《史学月刊》２００５年第５期）一文，从“礼”与
书仪形制的关系分别讨论了汉唐历史的走向问

题，认为不同时期书仪类型、重点和内容倾向的
变化，反映了中古转型时期人文心理的变迁。魏
晋南北朝时期大族制作的书仪以家法家仪为基

础，体现了世族高门的意识与追求，而随着世族
的衰落，书仪平民色彩愈来愈突出；唐代是皇帝
为中心的集权国家，在国家权威至上的时代，书
仪内容反映了朝廷礼制，随着藩镇实力增长，书
仪又体现出朝廷仪制约束地方和民间社会生活

以强化中央集权；晚唐五代时期，表状笺启形式
为主的官牍文范成为书仪的主体，反映了藩镇政
治的发展。书仪制作由地方世族到中央皇权再
到地方官僚，其功能由贵族专用到中央集权推广
再到官场仪范，这种轮回进程体现了唐宋之际官
僚社会的逐渐成熟和庶民化社会的必然趋势。

《正礼与时俗———论民间书仪与唐朝礼制的
同期互动》（《敦煌吐鲁番研究》第９卷，中华书局

２００６年版）认为敦煌书仪在基本采用朝廷正礼
的情况下，也吸收了民间俗礼。在变礼的过程
中，可以反映出夫权加重、妇女地位下降的趋势。
贞观、显庆、开元年间的礼逐渐变化，至唐后期五
代这一进程继续，直至宋初重新整顿而完成了中
古书仪的变迁。唐以前世族家礼为主要特色的
吉凶书仪，到唐代逐渐有了愈来愈多代表官方制
度的成分，书仪成为朝廷正礼与民间习俗交接的
桥梁，发挥了宣传和推行朝廷礼仪的作用。
吴丽娱的专著《唐礼摭遗》（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２年版），是书仪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在已
有研究的基础上，吴先生对书仪研究做了总结，
并在诸如朋友书仪的作者问题、复书与别纸的流
变、表状笺启类书仪的渊源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创
见。该书以书仪为中心对唐代礼制做了系统研
究，展现了唐代由政府到民间礼俗的整体面貌。
王永兴在本书《序》中高度评价吴丽娱在书仪研
究方面的学术成就。

五　通过书仪资料对唐五代社会历史的考察

敦煌书仪文书对于唐五代时期西域历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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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研究有重要的文献价值。８０年代起，史苇
湘、李正宇、姜伯勤等学者已经有了此方面的研
究，后来赵和平、吴丽娱等学者的研究更有所推
进。
关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历史的考察。姜伯

勤《唐敦煌“书仪”写本中所见的沙州玉关驿户起
义》（《中华文史论丛》１９８１年第１辑）一文，考察
了Ｓ．１４３８号书仪写本中记载的吐蕃时期沙州玉
关驿户汜国忠、张清等的起义。史苇湘的《吐蕃
王朝管辖沙州前后———敦煌遗书斯１４３８背〈书
仪〉残卷的研究》（《敦煌研究》创刊号，１９８３年１２
月），根据Ｓ．１４３８背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书仪的有
关记载考察了敦煌陷落的时间应该是《元和郡县
志》所载的建中二年（７８１年）。有关敦煌陷蕃时
间在贞元年间的说法（戴密微的观点）的产生，实
际上是由于敦煌陷蕃后沙州民众的起义此起彼

伏，与吐蕃统治者发生多次战与和，而使人产生
的误解。“而唐蕃两国在沙州管辖权上的易手，
则只能是建中二年。”杨铭的《一件有关敦煌陷蕃
时间的藏文文书———兼及 Ｓ．１４３８背〈书仪〉》
（《敦煌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３期），考证Ｆｒ８０号藏文
文书与Ｓ．１４３８号背《书仪》的作者是同一人，两
件文书所载事件的时间、内容基本一致，即建中
二年沙州首次陷蕃后，至贞元六年（７９０年）前
后，其地发生的汉人反抗吐蕃统治的起义经过。
对归义军政权的相关问题考证，主要有李正

宇先生《曹仁贵名实论———曹氏归义军创始及附
梁始探》（《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
北汉学研究中心１９９１年版）、吴丽娱先生《归义
军朝贡使杨保山生平考察与相关历史问题》（《中
国史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４期）、杨宝玉、吴丽娱先生
《梁唐之际敦煌地方政权与中央关系研究》（《敦
煌学辑刊》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等。
对灵州道及凉州节度使的考察，书仪写本

Ｐ．３９３１、Ｐ．２９４５等为探讨晚唐灵州道、朔方和凉
州节度使等相关问题提供了信息。此方面的研
究主要有赵和平《晚唐五代灵武节度使与沙州归
义军关系试论》（《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
会论文集》，台北中国唐代学会１９９７年版），赵贞
《敦煌文中书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灵州道》（《中
国历史地理论丛》第１６卷，２００１年第４辑）、《敦
煌所出灵州道文书述略———兼谈朔方韩氏对灵
州道的经营》（《敦煌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４期），李军
《晚唐凉州节度使考》（《敦煌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６

期）、《晚唐政府对河西东部地区的经营》（《历史
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４期）等。

六　敦煌书仪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通过以上回顾可以看出，７０多年来，敦煌书
仪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第一，对散见于敦煌文
书各卷中的唐五代时期的书仪进行了系统的搜

罗整理，并理清了各卷的关系。第二，弄清了书
仪的源流，并且在社会史、礼俗史、语言学等方面
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展现了敦煌书仪丰富的
文化内涵，揭示了其文献学、文体学等方面的价
值。当然，敦煌书仪文书的整理与研究还有进一
步开拓的空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首先，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并进行综合性研

究。赵和平耗费１０余年工夫将书仪写本作了全
面搜罗、校录，并对写本的基本情况作了细致考
订，为书仪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便利。但是就现有
成果看，研究性的论著，只有吴丽娱《唐礼摭遗》、
张小艳《敦煌书仪语言研究》。其他领域，学者涉
及的还比较少，体现在没有相关的专著，系统论
述的文章还不多。今后，书仪研究应推进敦煌书
仪与传世文献和其他出土文献的相关内容的结

合，将敦煌书仪放入整个中国礼制史和文化史的
发展过程中去研究。不仅要开辟出书仪研究的
新领域，而且要注重不同学科的综合。具体来
讲，书仪研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将汉文书
仪文献同少数民数语言文献中体裁类似的文书

进行比较，研究敦煌地区各民族相互影响与融合
的进程；结合书仪所属时代的文化背景和特定的
地域风格，对书仪写卷进行校读、注释；通过书仪
的语言特点和仪注形式研究书仪的思想文化内

涵；通过适用于不同场合下的各种特定书仪范式
的探讨，还原官场、民间等各类社会生活的面貌；
将不同时代仪注类史料做对比以探讨其内容、文
体的发展演变，等等。
其次，应该整理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敦煌书仪

校注本。目前敦煌书仪文书的系统整理工作只
有赵和平的校录，尚未有学者作注，这与系统整
理敦煌书仪文书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笔者认
为，若要研究进一步深入，对敦煌书仪文书进行
注释是一项重要也是必要的工作。系统的整理
校注，不仅有利于深入认识敦煌书仪文书本身，
还有利于敦煌书仪作为文献资料应用于更广范

围的学术研究领域。从书仪的内容看，朋友书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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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引用的典故上自《楚辞》，下至齐梁时代；综合
类书仪内涵丰富，几乎涉及唐代士庶生活的各个
方面；表状笺启类书仪涉及晚唐五代历史、地理
的内容特别多。因此，书仪校注应既重视语辞的
注释，又重视史实的考证，二者不可偏废。具体
语辞的注释，不仅解释字词本义，而且要通过对
词句引用出处、用典出处的考察并结合特定语境
作出准确的注解。史实的注释当建立在史地研
究的基础之上，广泛搜罗文献资料并尽量吸收已
有的研究成果，得出合理解释。总之，对文书的
注释，应做到精细、广博，对写卷内容的研究，应
力求深入。
再次，研究方法需要创新。作为通信书札和

日用礼仪的参考文范，书仪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
文学作品，研究书仪文书应充分考虑到它的特殊
性。一方面，书仪作为应用文，有其独特的范式
和语言特征，其中必然透露着历史背景、人物身
份、职官、地理等重要信息。另一方面，作为士人
书信的参考，出于表达主观感情的需要，书仪还
非常贴近实际的生活状态，能较好地与它所处时
代的社会习俗、人情世故相结合；而且时代的差
别、地域的不同，书仪的语言及文体特点也会有
差异。研究书仪文书应充分挖掘文书所包含的
各种信息，分析写卷之间的相互关联，包括同一
时间段相关文书内容的横向联系和不同时间段

某一地区文书内容的纵向联系。陈寅恪先生《隋
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引沈垚言：“六朝人礼学极
精，唐以前士大夫重门阀，虽异于古之宗法，然与
古不相远。”①《朋友书仪》是齐梁文风影响之下
的作品，其内容主要源自南朝，唐开元天宝后《朋
友书仪》逐渐并入“综合书仪”，继而发展为“表状
笺启书仪”。由此，我们不但可以根据敦煌书仪
还原有唐一代礼仪制度的大致面貌，如吴丽娱著
之《唐礼摭遗》，还可以向上追溯南北朝时期礼制
向唐代礼制的转变过程。可以看出，书仪研究的

方法、思路尚有很大的探讨空间。
最后，研究深度上应进一步挖掘。赵和平说

过，“我们只是提出和解决了其中的一些问题，但
还有不少问题有待深入系统的研究”②。王三庆
认为，“然而检校著录（著录是赵和平《敦煌写本
书仪研究》），移录已是一件浩大的工程，至于研
究，犹待后者之研究深入”③。敦煌出土书仪文
书作为重要的文献资料，倘若我们深入挖掘，其
对于唐五代时期西域史地、西域与中原地区的文
化交流乃至整个唐五代史的研究都应当有所贡

献。
回顾过去的研究，敦煌书仪文书没有像其他

文学类、历史地理类及社会经济类等敦煌文书那
样，引起学界充分的关注，可能是由于其在文体
上属于书札、仪注类的范文，格式相对单一，隐含
的信息不容易被发掘，这是书仪的特殊性。但这
种特殊性也正意味着它提供的某些信息，或在某
些方面的功用，是其他文书不可替代的。因此，
敦煌书仪文书需要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需要更
多学者的关注并参与研究。“众人拾柴火焰高”，
随着书仪文献的进一步整理，以及更多研究者的
加入，相信敦煌书仪研究必将涌现出更多高质量
的论文和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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